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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水县乡村史实看土改中积极分子及其转化

贾 滕

乡村土改运动 中的积极分子问题 ，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 （参见李里峰 ： 《变动中的 国家 、精英与 民众——土地

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 １９４５
—

１９ ５３ ） 》 ，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２ ０ ０４ 年） ， 但对积极分子既能实现

正 向转化又可能发生逆向转化问题缺乏深入探讨 。 这里以 １ ９４９ 年前后豫东淮河流域商水县为例 ，在具体的时空场景

中 ，对此进行探究 。

一 土改运动中 的积极分子

商水县位于传统灾害 区域豫东 、皖西北一带 ， 近代以来 ，在水灾 、匪患的打击下 ，社会秩序混乱 ， 乡村陷 于衰败之

中 。

１
． 商水县的土改过程

１ ９４７ 年刘邓大军南下途径豫东一带时 ，在商水县建立了政权 ， 并立即开展土改运动 。 但战局不稳 ，群众发动不深

人 ， 土地改革及其为载体的乡村革命难以推动——后称这种不切实际的土改运动为
“

急性土改
”

。 此后 ， 在全局性军事

斗争逐步胜利的背景下 ，新政权逐步稳定社会秩序 ，在乡村建立贫苦群众组织 ，初步形成
“

国家一社会底层民众
”

互动

关系 。

１９５ ０年秋 ，按照中央政府对新解放区土改工作的要求 ， 商水县组织土改工作队深人村庄 ，培养积极分子 、发动群

众 ，开展全面土改运动 。 就商水县来说 ，连年的乡村失序与天灾人祸 ，致使民不聊生 ，而土改运动切实抓住了普遍贫困

的乡村的主要矛盾 ，从而使新政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
此后两三年间 ，与全国广大新解放区

一样 ，商水县通过进

一

步发动贫雇农积极分子 、动员 群众 ， 以土改复査 、 民主建政运动等 ，巩固了土改成果 ， 逐步确立了乡村新秩序——以

土改为中心的乡村革命告一段落 。

２
． 积极分子的产生

在党和 国家通过各级组织 ， 发动与动员群众 ，
以运动为主要手段推进乡村革命的过程中 ，在中心任务不同的群众

运动以及群众运动的不同阶段 ， 涌现了大批勇于斗争和工作的积极分子 。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党和国家往往组织工作队进人解放新区 。 初入乡村 ，

一般通过访贫问苦 、扎根串联的办法

发动群众 。 开始扎的
“

根子
”

，就是积极分子 ，再利用积极分子去发动周 围的人 。 就这样 ， 对群众的动员 以一个点为中

心 ， 向四周扩散开去 。 随着革命的不断推进 ，群众运动中主动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逐渐增多 ，而且大量积极分子被提

拔到乡村基层领导岗位上来 ，成为不脱产或半脱产干部 ， 他们构成了基层政权组织 、基层
“

党团群
”

组织的骨干 。 据

１９ ５３ 年 ３ 月 的
一份资料显示 ，商水县总人口约 ６ ４万 ， 积极分子 ７ ４７ １ 人 ，约 占总人口的 １ ．２％ ［《商水县取缔反动道会门总

结报告 （１ ９５ ３ 年 ３ 月 １ ５ 日 ） 》 ，商水县档案馆藏 ，档号 ：县委全宗
一

永久卷 ７ ７
，第 ７ 件 ，第 ５８ 页 ］ 。

二 积极分子在乡村革命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党和国家的意志 ， 经由 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 化为农民群众的集体行动 ，需要一个连接干部

与群众的桥梁 。 这个桥梁就是前赴后继的积极分子群体 。

１ ． 积极分子在乡村革命中 的作用

重构社会秩序 ，把乡村纳人国家层面的现代化 目标取向 的行动结构中 ，需要开展一场深人而持续的乡村革命运

动 ， 以推翻旧权威 ，树立新权威 ，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以及宣扬全新的革命文化 ， 践行全新的革命伦理道德等 。 积极分子

群体在此过程中 ，起到 了关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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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积极分子是群众运动的推动者 。

“

党一国家
”

建构乡村新秩序是以革命手段 ， 以群众运动 的方式进行的 ， 而群众运动要达到预期成效 ， 必须在
“

党
一

国家
”

与群众充分互动的情境下进行 。 以商水县的剿匪反霸运动为例 。 当时 ，县政府提出 ，深人乡村的工作队要发动

群众 ，需要与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相结合 ，如 ， 提出要
“

安定生活
”“

保卫生产
”“

诉苦复仇
’’ “

清算匪债
”“

合理负担
” “

兴修

水利
” “

整理村财政
”“

厉行节约
”“

反对贪污浪费
”“

改善干部作风
”

等 。 但传统中 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天性以及小农经

济的分散性 ，决定了农民集体行动的艰难 。

“

中 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 ：

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

字 ，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 ，另
一

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

巨大工程 。

”

（郭于华 、孙立平 ： 《诉苦 ：

一

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Ｋ罗沛霖 、杨善华主编 ： 《当代中 国农村的社会生活 》 ，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 ９
？

５ １ 页 ）

具体到
一

个村庄 ，发动群众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
（ １ ）深人调査 ， 了解群众情绪及当前迫切要求 ；

（ ２ ）根据群众

迫切要求 ，找准发动群众的切人点 ；
（ ３ ）发现与推动积极分子工作 ； （４ ）通过积极分子组织农会 ；

（ ５）选择斗争对象 、组织

斗争活动 ；
（ ６ ）在斗争中教育群众 、巩固组织 ；

（ ７ ）推动邻村群众运动 ，扩大胜利范围 。 可以通过吸收邻近村庄农 民参加

重点村的斗争会 ，组织重点村积极分子到邻近村开展工作 ，这样由 点到面的扩展开去 （《 商水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布置》 ，商

水县档案馆藏 ，档号 ：政府全宗
一

永久卷 ６
，第 １ 件 ，第 １

？

２７ 页 ） 。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是一个 由点到面的
“

复制
”

过程 。 重点村通过组织积极分子 ，对罪大恶极的
“

匪

霸
”

进行斗争与经济清算 。 在重点村突破的基础上 ，组织重点村的积极分子 ， 由工作队带领 ， 向邻村发展 ， 以点带面 ，实

行波浪式推进 。

无疑 ，在 由点到面的扩展群众运动过程中 ，积极分子是推动群众运动的关键因素 。

第二 ，积极分子是革命伦理的践行者 。

以土改为载体的乡村革命 ， 既是
一

个政权下乡 、党团下 乡 的过程 ， 也是一个伴随着工作队下乡 、宣传下乡 的
“

革命

伦理
”

下乡过程 。

“

剥削
”“

敌人
”“

翻身
” “

阶级
”“

组织
”

等话语体系 ，正是对于划分社会集团 、凸现共 同利益的恰切解释 。

而对于迷信 、旧传统、家庭对人的束缚等的批判 、对全新的革命道德的宣扬 ， 正是对旧权威的批判 、对新权威合法性的

弘扬 ，是
一

种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建构 。 在新解放区 的乡村 ， 那些从革命老区来的干部 、军队转业干部 ， 以其革命信念以

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通过深人乡 村为农民办实事的行为以及廉洁 、平易近人 的作风 ， 给民众焕然
一

新的感受 ： 他们

是初始的革命伦理践行者 。 但是 ，革命伦理在乡村的进一步弥散乃至化为群众的行为规范 、道德标准 ，却有赖于积极

分子的涌现及其队伍的扩大 ，正是积极分子群体在乡村革命中的表现 ，为广大群众树立了榜样 。

一

为积极工作 ， 大公无私 。 毫无疑问 ，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 ， 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集体行动 ，强调革命利

益髙于一切等伦理信念 ，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
因而 ， 积极的态度 、无私的品格是

“

党
一

国家
，，

遴

选积极分子的首要条件 ， 当然 ， 也是
“

党
一

国家
”

借此对革命主旨的宣扬 。

二为翻身解放 ，诉苦复仇 。 革命需要激情 ， 需要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群体力量参与 ， 而群体力量及其革命激情需要

共同的仇恨来激发 。 在以阶级划分的办法界定集体范围及其共同利益的模式下 ，最大程度上唤起民众的 阶级仇恨情

绪 ，从而使受感染的革命群众群起而向阶级敌人斗争 ， 以形成集体斗争行动 ，是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巩固革命胜利果实

的法则 。 如商水县张明区西张明村在斗争恶簕徐某某的过程中 ， 以作风正派 、有些办法的王某某为领导骨干 ，组织 、发

动 曾受徐迫害的苦主中的积极分子 ７人 ，去进一步发动其他苦主共 ３６ 人 ， 在大会上以这些积极分子组成主席团 。 对

徐的诉苦 、
公审大会 ，共有 ２０００余人参加 ，诉苦的共有 １４ ９人 （《西张明群众运动典型材料存根 》 ，商水县档案馆藏 ，档号 ：县委

全宗
一

７欠久卷 ４
，第 ７０ 页 ） 。

三为革命群体的认同以及跨越家庭亲情的阶级成分的宣扬 。 家庭血缘是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本源 ，但阶级是革

命伦理的基点 ， 由于阶级的分野 ，革命伦理必然要求由 阶级地位决定的个人打破以家庭为纽带的家族 、宗族关系 的束

缚 ，服从以阶级划分的集体利益 。
但是 ， 对于这种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瓦解 ， 外在于村庄语境的

“

党一国家
”

的宣扬必

然显得苍白 ，真正的瓦解者以及能给广大群众影响 的革命伦理践行者 ， 必然是来 自群众中间 的积极分子们 。 对于群

众的发动 、革命伦理的弥散 ，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发展深人 ：

一条是循着
“

积极分子一进步群众一后进群众到有缺点

的群众 、犯错误的 民兵 、干部 、农会会员等
”

， 向横的 、广泛的方向发展 ；
另一条是向着

“

地主近门
一地主家庭内部以及一

般农民家庭内部等
”

， 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 尤其是后一个发展方向 ，在土改巩固阶段 ，表现得更为突 出 。

如果说
“

没有革命伦理教化以及革命者对革命伦理的积极实践 ， 包括无数先烈的英勇行为 ，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

的成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

的话 ， 那么 ，没有来 自村庄内部的积极分子群体对革命伦理的积极践行 ，要顺利地重

构乡村社会秩序 ，是不可想象的 。

２
． 积极分子在乡村革命中的意义

外力只有通过内力才能起作用 ，如果没有来 自乡村内部的积极响应力量 ， 深入乡村 内部的工作队的影响 ，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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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时如疾风暴雨 ， 去后似烟消云散
”

。 这种乡村内部最直接的响应力量 ， 即是这些前赴后继的积极分子群体 ， 他们是

群众中的骨干 ，是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纽带 ，在
“

党
一

国家
”

推动乡村各项工作中 ，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 即必须
“

要在工

作中注意培养骨干 ，有了骨干政权才能巩固 ，刀把才能真正拿到人民手里 。

”

积极分子来自群众 ，但又区别于一般群众 。 这
一群体以其积极行为 ，贯彻上级指示 ，体现

“

党一国家
”

意志 ， 既是中

心工作 、任务完成的保证力量 ，也是群众行动的领头人 、标兵与模范 ， 在推动乡村革命前进过程中 ，具有无与伦比的意

义 ：体现了
“

党
一

国家
”

意志 的工作队 、 上级政府 （这里指区 、县以上各级政府 ）与来 自乡村内部的积极分子群体 ，构成了

中国乡 村革命特有的
“

双轮驱动
”

模式 。 乡村革命的挫折与失败 ，往往归结于党的政策的失误 ，或者说群众没有发动起

来 ，其实还是在乡村内部 ，积极分子群体没有形成 。

三 积极分子的双向转化以及正 向转化困境

作为
一

个群体来考察 ，革命实践中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 ，积极分子群体更是处于变动之中 。 在革命 的不

同阶段 ，伴随着新的积极分子的涌现 ， 以前的积极分子或者进一步成长 ， 成为干部 、模范 ，或者变得消极 ，甚至堕落腐

化 。 总体上看 ，呈现双向转化状态 。

１ ． 积极分子的双向转化

第一 ，积极分子的正向转化 ： 由积极分子到干部 、模范 。

在乡村革命过程中 党
一

国家
”

对于积极分子的发现与培养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政治选拔录用机制 大多数新干

部和党员都是从积极分子中吸收的
……

党选拔积极分子承担初级单位的领导责任时 ， 积极分子和干部的角色可能是

相互重叠的
”

（詹姆斯 ？
Ｒ

？ 汤森 、布兰特利
？ 沃马克著 ，顾速 、董方译 ： 《 中国政治 》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〇〇５ 年版 ，第 １ ８０
￣

１ ８２ 页 ） 。

正如上文所述 ，
工作队结合政府中心工作进入村子开展访贫问苦工作 ，首先注意发动贫苦而正派的 劳动农民 ，他

们是潜在的积极分子 ，也是提拔干部的来源 。 并且 ，在依靠积极分子串联群众 、 组织农 民协会的过程中 ，以积极分子为

骨干 ，组成农民协会 ，领导群众开展工作 。 在
一

个村的斗争告
一

段落 、整顿巩固组织时 ，通过群众评议 ， 把真正的积极

分子推选为村干部 ． 据 １ ９ ５ １ 年 ５ 月统计 ，经过土改运动 ， 商水县健全 、扩大 了 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组织与 民兵

组织 ，计农协会员 、民兵 占总人口的 ２２ ． １ ７％ ， 民主选举了基层干部５ ４６ ８名 （《 商水县委土改初步 总结报告 》 ，商水县档案馆

藏 ，档号 ：县委全宗
一

永久卷 ３ ０ ，第 ６件 ，第 ６ ２ 页 ） 。 这些基层干部 ，绝大多数由积极分子转化而来 。

而且 ，

一些积极分子出身的干部 ， 由 于
“

服从领导 、立场稳 、坚决打击地主
”

，

“

群众路线强 、能打通贫雇农思想 、群众

满意佩服
”

，

“

生产救灾工作表现积极 、扩军工作有成绩
”

， 以及
“

吃苦耐劳 、生活朴素 、
不假公济私

”

等 ，进而被评为模范

干部 。

伴随着一次又
一

次的群众运动以及积极分子涌现与淘汰 、吸收与选拔 ， 形成了
一

种基层干部选择 、选拔机制 ，强

化了贫雇农 、中农与
“

党
一

国家
”

的联系 ，有助于社会的总体性整合 。

第二 ，积极分子的逆向转化 ：

“

李四喜
”

（土改后翻身农民尤其是翻身干部 、积极分子不愿工作 ， 只顾埋头生产的退

坡思想 ， 即当时《湖南新报》曾经热烈讨论的
“

李四喜思想
”

） 现象与堕落腐化分子 。

在乡村革命的进程中 ，

一方面是大批积极分子不断涌现 ， 另
一方面是不少积极分子的消极落伍 、蜕化变质 。 如部

分积极分子出身的民兵 、农会会员甚至基层干部 ，因为不再积极或者贪污腐化等 ，被淘汰掉 。 我们称这样的积极分子

变化为逆向转化 。

首先是一些积极分子感到吃亏而不愿继续保持持续的积极 。 在乡村革命 的不同阶段 ， 都会有因利益诱导而起的

积极分子在利益消失之后积极性顿失的现象 。 具体表现为
“

不愿工作
” “

光顾 自 己 的生产
”

等 。 就像乡委员吴某某 、 乡

民兵副 中队长刘某某 ，

一个说
“

天天在外跑 ，搞不好工作 ， 上级批评 、群众咕哝 ，几面受气 ， 啥活都耽误了 ，不干啦
”

；另
一

个说
“

剿座反霸 、土地改革咱都搞啦 ， 这次复査也该歇啦 ， 让别人搞几天吧
”

（《商水
一 区干河涯乡 民主团结工作总结报告

（ １ ９ ５ 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 ，商水县档案馆藏 ， 档号 ：县委长期卷 １ ６
，第 １ 件 ） 。

其次 ， 还有一些积极分子成为变质分子 。 有的趁机发洋财 ，把当干部作为敛财的手段 ； 有的作威作福 ，成为乡村的

“

新霸
”

。 这也是工作队重新访贫问苦 、扎根串联 、发现培养新的积极分子 、整顿组织的原因所在 。 如商水县
“

经过土改

复査运动 ，在全县 ４ １ 个重点乡 ， 清洗掉出身不纯以及贪污 、作风严重恶劣的干部 １０９ ９ 名 。 应该说 ，这些被清洗的千余

名乡 干部 、村干部 ， 绝大多数是蜕化的积极分子 。

２． 积极分子正向转化的
“

三重困境
”

无疑 ，在乡村革命中 ，

“

党
一 国家

”

希望通过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 ，让积极分子去帮助落后分子和 中 间分子提髙觉

悟 ，并从中培养出更多的积极分子 ，最终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 ， 以达成 目标 、完成任务 。 但是 ，作为具有现代性取向的

乡村革命的产物 ，在行动 、伦理和制度的困境中 ， 许多积极分子难以顺利地实现正 向转化 。

第一 ，行动困境 ：个体行动理性与集体行动非理性的冲突 。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著 ， 陈郁译 ： 《集体行动 的逻



？１ ３ ６？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 ９５ 版 ，第 ２ 页 ） ，个体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 。 个人总是要为 自 己 的成败得失 、
生存发展考虑 ， 这

是人的较为普遍 、稳定的特性 ，而
“

党
一

国家
”

要求积极分子立足于集体本位 ， 在 自我的追求与外部的教育 、强制下 ， 进

而在个体的道德 自律及其精神升华下行动 。 而这是人性不稳定的特性 。 由此 ， 作为整齐 、划
一

、高效的集体行动的乡

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 总是处于个体行动理性与集体行动理性的冲突之中 。 如商水县三里长乡积极分子出身的干部

史某某 ，土改分得 ８亩地 ，有地种 ，有粮食吃 ，工作热情却逐渐退却 ，并说消极话 ：

“

当党员干部有啥好处呢 ？ 有了错处 ，

上级也说 ，下面也提
”

（《商水县三里长庄材料调査 ：

一区三里长群工调査材料 》 ，商水县档案馆藏 ，档号 ：县委全宗一永久卷 ６ ，第 ３

件 ，第 １ １
￣ １ ８ 页 ）

。

第二 ，伦理困境 ：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的冲突 。

“

党一 国家
”

以财产为标准 ，通过阶级划分的方式 ，把乡村大多数人

（贫下中农 ）归人
一个与地主 、富农对立的利益集团 ， 以贫穷 、受剥削 、受欺压等经济政治利益的诉求曾经被压抑 ， 来凸

显集团的共同利益基础 。 需要说明的是 ， 乡村革命并没有改变家庭 （农户 ）作为生产 、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的功能 ，却

时常鼓励积极分子突破家庭的限制 ，践行革命伦理 ，在维持集体利益方面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这样 ，在面对集

团共同利益时 ，在革命伦理下行动的积极分子不可避免会与家庭伦理发生冲突 。 商水县三里长乡南郭庄的积极分子

郭某某最为典型 。 每次他开会回来 ，父亲都要骂他
“

光开会 、光会吃饭不干活
”

， 甚至不叫他吃饭 ；他老婆更是拉后腿 ，

晚上回家不给他开门 ，并且手里拿一根绳子挂在梁上作上吊 状威胁他 。 因此 ， 他的工作就低落了  （《三里长点工作报告

（ １９５ ０ 年 ６ 月 ） 》 ，商水县档案馆藏 ，档号 ：
县委全宗

一

永久卷 １ ５
，第 ５ 件 ，第 ５ １

￣
６ １ 页 ） 。

第三 ，制度困境 ： 运动机制的非制度性与党和国家建构 乡村秩序的制度性要求的 冲突 。 以土改为载体的乡村革

命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非常态机制 。 新的群众运动要有新的推动力 ，必需组建新的工作队去推动 。 而且 ，工作队有一

套较为固定的工作程序 ：进人村庄重新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 ，并 由这些新的积极分子带动群众 ，起来整顿组织 、
整顿

干部 ， 进而完成上级布置的新任务 。 如此 ， 上级工作队每一次发动群众 、培养积极分子都是对既存秩序的解构 。 当革

命最终要触及乡村中掌权者的利益时 ，革命就必须依靠乡村中不掌权的群众来推动 。 即在动员群众 、发动群众的过

程中 ，有一个
“

工作队与新的积极分子合作的双向合力互动
”

的动力机制 ，推动着群众运动的进展 。

但是 ， 由于经常性的清洗 、斗争 ，部分乡村干部难免会有怨气 ，会有撂挑子思想 。 如 ，商水县四区赵寨乡副主席曲

某某说 ：

“

当干部就是在刀尖子上 ，动不动叫群众提意见 ， 今年 （ １９ ５２ 年）春民主团结才提过意见 ， 今儿又来民主大检

査 ，得换班
”

（《县委会关于六个区的区书记碰头 的总结报告 （ １ ９ ５ ２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商水县档案馆藏 ，档号 ：县委全宗一永久卷 ５ ７ ，第

１ ２ 件 ，第 ７ ９
？

９０ 页 ） 。 固然是一些干部 由于贪污腐化 ，应该被清洗掉 ，但过于频繁的运动 ，难免影响乡村秩序的稳定 。

伴随着群众运动过程的积极分子生成与淘汰 ，为
“

党
一

国家
”

塑造的
“

运动型
”

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 。 积极分子在乡村革命中的双向转化 ，乃是革命对乡村社会双重影响的折射 。 这场乡村革命是对乡村政治 、经济文

化结构的重构 ，乃是历史发展的飞跃 、质变 ， 断裂与震动是不可避免的 。 不过 ，新的积极分子的涌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对

社会生活常规化的冲击 ， 引发积极分子代际冲突以及部分人过分积极造成其他基层群众的不安等问题 。

重要的是 ， 积极分子正向转化的可能性乃是乡村革命之可能性 、动员 。 运动模式对乡村社会的契合性与可行性

的反映 ，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应然逻辑 ；而
“

党
一

国家
”

能够在历史传统的政治冷漠与 习惯于被驯服的农 民中培养出大

批的积极分子 ，找到一种农民政治参与方式 ，进而给社会改革与国家发展以动力 ，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逻辑 。 在

这里 ，历史与意志得到了统一。

基金项目 ：
２ ０ １ ４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近代以来传统农区村落文化共同体研究
”

（项 目批号 ：
１ ４ＢＺＳ１ １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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